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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历史上的第一北大历史上的第一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陈香

2023年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年”，
学校希望通过更高质量的开放办学，加
强与世界交流，不断提升北大的国际化
办学能力和全球声誉。回望历史，五四
新文化运动时期，也是北大开展国际学
术交流的活跃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批东西方
知名学者来北大访问与讲学。他们有的
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体现出北大广泛
吸收中西思想的眼界与襟怀，也反映出
学校影响力的提升。1920年8月31日北
大授予法国前总理班乐为（卫）（当时
《北京大学日刊》翻译为“班乐为”，其他
报纸报道翻译为“班乐卫”，现也译为

“潘勒韦”，本文统一为“班乐卫”）理学
名誉博士学位，这是北大也是我国第一
次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这次名誉博士授
予的经过，相关档案文献中有清楚的记
载。

一、《北京大学日刊》中的相关记载
班乐卫是著名数学家，曾任法国国

务总理。他在我国辛亥革命后力倡法国
政府承认中华民国，积极倡导两国在教
育方面的合作，并于1920年促成巴黎大
学中国学院这一汉学机构的成立，他自
己还亲任院长。1920年 6月 22日至 9月
11日，班乐卫率领由法国文化界、知识
界知名人士组成的访问团来中国访问，
当时他其中一个身份即是巴黎大学中
国学院院长。6月 29日至 7月 1日《北京
大学日刊》对班乐卫的到来进行了连续
3天的报道。7月 1日，班乐卫参观北京

大学，蔡元培在北大二院大讲堂致欢迎
词并简要介绍其生平事迹，班乐卫作了
长篇演讲。《北京大学日刊》7月 1日还
专门开辟一栏，介绍班乐卫履历和学术
成就。

名誉博士学位授予礼于 1920 年 8
月31日在北大第二院举行，1920年9月
4 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二版到第四版

“本校新闻”的一篇《本校授与学位礼纪
事》进行了详细报道，整个仪式议程如
下：（1）首由校长蔡先生致开会辞，（2）
次由教务长顾先生（顾孟余）述说受学
位人班乐卫之履历，（3）次由校长蔡先
生正式授与班氏以学位，（4）其次班乐
卫氏致答辞，（5）其次奏中法国歌，在会
者一律起立致敬，（6）奏乐毕，蔡校长致
毕会词。蔡元培校长的开会辞如下：

今日为本校第一次授与名誉学位
之期，承中外来宾惠然临会，至为荣幸。
本校教务会议决，现在应授与名誉学位
者为班乐卫、芮恩施、儒班、杜威四位先
生。但芮恩施先生已经离京。杜威现在

在北戴河，须于本校开学后来京。儒班
先生去年曾到本校参观一次，不知何时
再来。惟班乐卫先生正在北京。今日之
会，实专为班乐卫先生而设。儒班先生
与班乐卫先生有同国关系，而且班乐卫
先生愿为代表，所以亦于今日举行授与
仪式。至芮恩斯与杜威两位先生，当俟
杜威先生回京后在定期举行（1920年10

月，北大为杜威，芮恩斯举行了第二次
授名誉学位典礼）。

北京大学第一次授与学位，而受者
为班乐卫先生，可为特别纪念者有两
点：第一，大学宗旨，愿凡治哲学文学及
应用科学者，都要从纯粹科学入手。所
以各系次序，列数学为第一系。班乐卫
先生为世界数学大家，可以代表此义。

第二，科学为公，各大学自然有共通研
究之对象，但大学所在地，对于其地之
社会、历史、不得不有特别注重之任务。
就是分工之理。北京大学既在中国，于
世界学者共通研究之对象外，对于中国
之特有之对象，尤负特别责任。班乐卫
先生最提倡中国学问的研究，又可以代
表此义。所以我以为本校第一次授与学
位属于班乐卫先生，不但是北京大学至
重要之纪念，实可为我国教育界之大纪
念。

二、档案中的相关记录
除了《北京大学日刊》的详细报

道，这次名誉学位授予仪式也被记录
在档案馆的馆藏档案中。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后，
进行各种改革，其中包括领导体制改
革，实行“教授治校”。1917年3月设评议
会作为学校的议事机构，1919年“五四”
运动后，蔡元培重回北大复职视事，对
教授治校制度进一步加以完善，评议会
成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授予名誉学

位即需“按章办事”，从档案馆馆藏评议
会记录看，1920年 7月 8日特别会议决
的事项中涉及赠与名誉学位事宜。具体
记录如下：“赠名誉教授或名誉学位于
外国著名学者。议决：凡著名学者，经教
务会议推荐，评议会通过，待由本校赠
与名誉学位或名誉教授或两者并赠。其
详章另议定之。全体通过。”此处记载赠
与名誉学位由教务会推荐，评议会议
决，与《北京大学日刊》中所提到的由教
务会议议决稍有不同。

三、继往为新
诚如蔡元培校长所说：“所以我以

为本校第一次授与学位属于班乐卫先
生，不但是北京大学至重要之纪念，实
可为我国教育界之大纪念。”实际上这
次典礼还是 20世纪中法文化交流的重
要组成部分。前文述及班乐卫当时的一
个身份是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该学
院是中国在海外办学、研究和传播汉语
文化的有益探索，当时赴巴黎大学勤工
俭学的中国学生大多入读该学院。

坚持开放办学，服务“国之大者”是
北大光荣的历史传承。教育对外开放是
我国整体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学校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是学校推动改革发
展、加快“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动力。新
时代，北大将继续引领卓越，一往无前，
以全球塑造力构筑美好未来。

（作者为北京大学档案馆助理研究
员）

马衡与北京大学
——北大校史文献档案中的马衡先生

·杨琥

1963年，郭沫若为马衡遗著《凡将
斋金石丛稿》作序时，高度评价马衡先
生的学术贡献，指出：“马衡先生是中国
近代考古学的先驱。他继承了清代乾嘉
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的
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
化。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
的。马衡先生同时还是一位有力的文物
保护者。”（《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
局1977年版）

北大造就了马衡，马衡也为北大考
古学立下了开创之功。

初入北大：从国史编纂处征集员到
金石学讲师

马衡 1917年 8月移居北京，任北京
大学国史编纂处征集员，后兼任马术教
员。

国史编纂处于 1917年归并到北大
后，附设于中国史学门。其下分为纂辑、
征集两股。纂辑股兼纂辑历代通史及民
国史，征集股掌征集关于史之一切材
料。通史先编长编及辞典，长编分为政
治史、文明史（分为经济、风俗、宗教、科
学等类）两种；辞典分为人名、地名、职
官、器物、方言等类。民国史亦先编长
编，分为年表、大事记、志及列传四类。

编纂处处长由蔡元培直接兼任，纂
辑股主任由文科学长陈独秀兼任，纂辑
员由文科教员张相文、叶瀚、刘师培、沈
兼士、周作人兼任，特别纂辑员有屠寄、
邓之诚、张星烺等。征集股主任由陈相
忠担任，而马衡是唯一的征集员。

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到 1919年春，
国史编纂处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教育
部为此发出部令，称该处纂辑、征集两
部分事项“成绩斐然，至堪嘉许”。其中
史料征集方面，从1917年8月到1919年
1月 31日，东、西各种书报及抄录之件
780 余种，约 5560 余册。这些成绩的取
得，无疑凝聚着马衡先生的心血和贡
献。在此基础上，国史编纂处又成立史
学讲演会，设通史、学术史、法制史、宗
教史等各组，马衡主持考古学组（金石
学）。（《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24
日-25日）

与此同时，马衡也积极参与北大校
内其他活动。1917年 12月，北京大学书
法研究会成立，马衡受蔡元培委托担任
导师，并为书法研究会成立作《论汉碑
书体》一文。同时，他借传授书法技艺之
际，开列收购大批碑帖拓本，为金石学
的研究传承准备了丰富的教学资料。
《书法研究社报告》：“本社自去年冬成
立后，迭与校长及马叔平先生商议一切
力求进行，至今略有头绪。”（《北京大学
日刊》1918年2月22日）在 2月 25日书
法社举行的第一次演讲大会上，马衡又
作了演讲《隶书之源流及变迁》。

他开列的第一项购买碑帖是“周
《石鼓文》”，经过几年的深入研究后，
1922年4月，他撰写完成《石鼓为秦刻石
考》，于 1923年 1月发表在《国立北京大
学国学季刊》1卷1号。

马衡征集图书、史料的工作以及学
识，得到了大家的认可。1919年12月，马
衡首次被北京大学评议会聘为图书委
员会委员。1920年，马衡又任北京大学
讲师，开始在历史学系正式讲授《金石
学》。经过三年的征集员工作，马衡终于
在北大站稳了脚跟，从职员转变为教
师，开始登上了最高学府的讲坛。

讲授金石学，搜集、调查古物：北大
考古学科的开创者

如前所述，1920年，马衡任北京大
学讲师，开始在历史学系讲授《金石
学》。经过两年多的讲授，马衡于1922年
8 月，升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1923
年，马衡又被聘任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
学门委员会委员，兼任北大图书部古物
美术品主任。

1922年 2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
门成立后，在国学门正式设立了考古学
研究室。这是中国最早的专门考古学机
构。该研究室聘请马衡担任主任，后又
陆续外聘罗振玉、伯希和、王国维等为
考古学通信导师。

考古学研究室成立之初，曾经“将
本校所藏之古器物及金石甲骨拓本陈
列于一室，以为考古学研究室之预备”，
但由于经费有限，成立一年后，未能充
分开展活动，也很难进行考古学研究。
因此，“本学门一年来，关于考古学方面
著力较多，而成绩却不甚佳。中国之考
古学向无系统，古物之为用，仅供古董
家之玩玩而已。我们现在虽然确已逃出
这个传统的恶习范围之外，知道用科学
方法去研究，但为财力所限，未能做到
自行发掘，实地考证的地步。研究室所
用第材料，均由市侩辗转购得，器物之
出土地点及其相互联属之关系，均不易
知，故进步甚难。”（魏建功《研究所国学
门恳请会记事》，《北京大学日刊》1923
年11月10日）为此，1923年夏，国学门
在考古学研究室下又设立“古迹古物调
查会”，由马衡任会长。该学会的宗旨是

“用考古学的方法调查研究中国过去人
类之物质的遗迹与遗物”（《古迹古物调
查会草章》，《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
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
第553页），这是第一个由中国学者组成
的考古学团体。该会成立后，计划先自
调查入手，一俟经费充裕，再组团发掘。
（《研究所国学门古迹古物调查会启
事》，《北京大学日刊》1923 年 6 月 21
日）

1924年 5月 19日，古迹古物调查会
开会，决定改称为“考古学会”。该会是
中国现代第一个正式以“考古学”命名
的学术团体。创始会员为马衡、沈兼士、
叶瀚、李宗侗、徐旭生、容庚、董作宾、李
石曾、陈垣、陈万里、韦奋鹰、铎尔孟，共
十二位，由马衡任学会主席（《研究所国
学门考古学会开会纪事》，《北京大学日
刊》1924年6月12日）。在马衡主持下，
考古学会着手计划古迹古物的调查、发
掘和保存等事项。其调查范围大致分为
古迹、古器物、古美术品三类，调查方法
大致有五种，即记录、图画、照像、造型、
摹拓。

考古学会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活
动。首先是古器物的收藏、著录与有关
著述。据后来统计，从 1922至 1929年，
考古学会所收藏的古物，种类包括：金
类、石类、甲骨、玉类、砖类、瓦类、陶类、
封泥、拓片和壁画。到1927年，该学会编
著的书籍有：《考古学室藏器目录》、陈
万里《西行日记》、《甲骨刻辞》、《封泥存
真》、《古明器图录》、《金石书目》、《艺风
堂所藏金石文字增订目》、《兴化寺壁画
考》、《大同云冈石刻》等。（傅振伦《记北
京大学考古学会》；《国学门概略》第
14-15页；《研究所国学门书籍杂志拓
本照片目录》，《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
号封底）在此基础上，考古学会还仿照
欧美保存古物的办法，建立起一个古物
陈列室，以便北大学生及校外人士参观
研究。其后，该会又陆续设立了石刻室、
照相室、传拓室和库房。这些部门的管
理工作，均由马衡聘任的了解考古学科
的学会助教及事务员如董作宾、黄文
弼、容庚、傅振伦等负责。他们后来也成
长为知名的考古学、甲骨学或古器物学
家。

与此同时，考古学会对古迹的调查
工作也逐渐进行，对此马衡非常重视。
早在 1923年 9月，马衡就与徐炳昶等到
河南调查新郑、孟津两县出土的周代青
铜器。带回古物的拓片、照片多种，并购
回出土铜器九十余种，六百三十余件。
（《马衡教授调查河南新郑县出古物报
告书》，《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0月

12日；《调查河南孟津县出土古器报告
书》《北京大学日刊》1923 年 10 月 12
日）1924年8月，马衡又到洛阳北邙山调
查出土文物，为学校购得一些车器，并
发现了两千年前的布。（马衡《洛阳访古
日记》，《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报
告》）1925年 7月至 8月初，再赴洛阳考
察，为北大购得汉魏石经参石数十种。
马衡代表考古学会进行的这几次考察
所得古物，不仅保存于古物陈列室，而
且对其展开研究，一些暂时难以得出结
论者，向王国维等国学门通信导师请
教、讨论。

除此之外，马衡主持考古学会后，
亦与国外学者和学术机构展开交流合
作。1925年春，美国哈佛大学组织旅行
团到敦煌考古。北大国学门在福开森的
介绍下，经沈兼士、马衡二人筹划，选派
考古学会的陈万里与美国考古队同往
调查。这次实地调查历时几年，获得不
少资料（陈万里《西行日记》，国学门
1926年出版，收入《陈万里陶瓷考古文
集》，紫禁城出版社）。同年10月，受日本
学者滨田耕作与原田淑人之邀，马衡赴
朝鲜参观汉乐朗郡古冢之发掘及出土
古物情况，回国后发表《参观朝鲜古物
报告》。1926年 6月，在马衡、滨田耕作、
原田淑人等人倡议下，经各方协商，北
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与日本
东亚考古学会合作组建东方考古学协
会。同月 30日，于北大第二院召开东方
考古学协会第一次总会暨成立大会。之
后，1927年 3月，马衡与沈兼士、罗庸赴
日参加东方考古学协会第二次总会及
东亚考古学成立大会，并参观帝室博物
馆、东洋学术文库等学术机构。他还在
东京帝国大学发表讲演《中国之青铜时
代》，后刊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
刊》1927年1卷6号。该文提出商周二代
为中国青铜时代的论断，此论被随后的
殷墟等考古发掘所证明。

马衡与考古学会从事的这些工作，
尽管属于草创，但其意义重大。这些活
动及其工作，尤其是考古资料的搜集与
积累，为以后北大考古学专业的建立和
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书斋考古到田野考古：走向近代
考古学

作为一位金石学专家，马衡的可贵
之处在于不以传统的金石学领域为限，
而是在实践中认识到近代考古学的价
值，并身体力行地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
作。1923年，马衡至河南洛阳及安阳诸
处调查时，发现这些地方的村民和私人
偶然的发现或挖掘，是一种挖宝行为，
实际上破坏了文物所保存的环境，使人
们无法认识古物真正的价值，更不可能
有助于古物研究和历史研究。他指出：

“自来我国古器物之出土，类皆民间偶
然发现，随时随地残毁消灭。”因此，他
明确提出开展有计划发掘工作的主张：

“窃以为古物既偶然发现，当于发现之
地，集合专家，作有计划之发掘。虽破
铜、烂铁、残砖、断壁，亦必记其方位，纤
细靡遗。如此，则一、地点不致谬误，可
籍以知为古代之某时某地；二、器物之
种类、数量、方位不致混淆，可以明各器
物之关系即其时之风俗制度；三，建筑
物不致有破坏，可以觇其时之工艺美
术；凡此种种，胥于学术上有所贡献。其
价值视寻常无意识之发见，为何如耶！”
（《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东方杂志》
第 21 卷第 2 号，1924 年 1 月 25 日）此
后，他大力倡导科学的考古发掘，号召
重要古迹应当由学术界开展有计划、有
组织的大规模发掘。1926年 1月，在《京
报副刊》发表《考古与迷信》，对当时社
会上将田野发掘等同于盗墓掘坟，并视
为破坏风水行为的迷信思想与风气进
行了批评，指出国内缺乏考古事业，提
倡田野考古发掘。1927年，马衡开始积
极筹备洛阳汉晋太学故址和安阳殷墟
发掘，但由于政局变动，北大被改组为
京师大学校的变故，其事被迫中止。
1928年，马衡致函中研院院长蔡元培，
提议组织发掘河南安阳殷墟，并推荐自
己的学生、时任北大考古学会事务员的
董作宾参与发掘，中央研究院遂于1928
年先北大而前往殷墟发掘。（傅振伦《北
大研究所考古学会在学术上之贡献》，
《北京大学周刊》第1卷第2期）

马衡与国学门同人之所以积极发
展考古学，也是由于不甘于在考古学领
域中落后于外人，因此，当 1927年瑞典
探险家斯文·赫定博士来华组织探险队
欲往新疆、甘肃等地进行探险考察活动
的消息传出后，国学门同人群情激昂。
为了阻止外国人自行在中国境内进行
考古发掘及带走古生物标本，从事“学
术的侵略”，马衡积极联络和发动北京
学术界同人，一起抵制斯文·赫定的考
察计划。

1927年 3月 5日，北京大学研究所
国学门召集北京重要学术团体开会讨
论，呼吁政府禁止外国人到西北进行考
古活动。会议议决：由到会各团体组织
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筹划发掘采集

国内各种学术材料，反对外人私入中国
采集诸事宜。马衡与沈兼士、刘半农等
人代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出席会议。同
月 10日，斯文·赫定与安特生到北京大
学拜访，表示愿与中国学术团体合作，
由沈兼士、马衡、徐炳昶接见。19日，召
开第三次联席会议，决议将北京学术团
体联席会议更名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
并呈报教育部立案。4月 17日，召开第
八次会议，由主席推定徐炳昶、马衡、刘
半农三人起草中瑞双方合作办法。后经
双方协商交涉，最终达成“中国学术团
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事与瑞
典国斯文赫定博士定订合作办法”十九
条，并于 4月 26日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
举行签字仪式。根据协议书而成立的西
北考察团，团员改为中外学者各半，由
身兼北大教务长和国学门导师的徐旭
生担任考察团的中方团长。马衡尽管没
有参加考察团，但他无疑为维护中方权
利、促成中外合作组成考察团发挥了重
要作用。

因为政局动荡，北大被拆解和重
组，马衡虽然未能参加和主持安阳殷墟
的发掘，但他却主持了燕下都遗址的考
古发掘。

燕下都遗址位于河北易县城东南5
公里许的北易水与中易水之间，是战国
时期燕国的都城遗址。1929年，马衡代
表北大、北平研究院与时任河北教育厅
厅长的沈尹默相商，决定以河北作为北
大的考古发掘基地。其首选发掘地即为
燕下都遗址。11月底，马衡偕傅振伦、常
惠至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调查，回来后
作《燕下都城垣遗址》说明。1930年 3月
初，马衡主持召开北大考古学会干事
会，讨论燕下都遗址发掘问题。一周后，
又于团城主持召开会议，由北大考古学
会与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研究院合组
燕下都考古团，马衡任团长。4月 7日，
马衡在北大第二院大讲堂讲演《燕下都
考古调查及发掘计划》。4月 22日，马衡
率考古团全体成员由北海团城乘车出
发，当晚抵达易县，驻于城东南十八里
的练台村。27日，在燕下都城北郊的老
姆台上举行开工典礼，易县县政府以下
各机关均有代表参加。次日，正式对老
姆台遗址进行发掘。

6月，因遭孙殿英威胁报复及易县
当地地痞骚扰破坏，马衡被迫停止燕下
都考古发掘工作，在友人的协助下离开
北平，经由天津乘船回南方避难，并由
胡适亲自护送至上海。

尽管有此干扰，但燕下都老姆台遗
址发掘，获得文物 201袋又 36木箱。发
掘工作结束后，相继发表了一些研究成
果，如傅振伦的《燕下都考古记》、常惠
的《易县燕下都故址调查报告》《易县燕
下都考古团发掘报告》等。

燕下都遗址发掘，虽然只进行了一
个多月时间，但收获和意义重大。此次
考古，不仅使世人得以了解和认识燕下
都，还为日后燕下都遗址的保护和全面
发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它与殷墟考古
发掘一样，为中国近代科学考古的开展
奠定了基础。而对马衡本人来说，也是
他从书斋中的金石考证向近代田野考
古发掘迈出的探索性的关键一步。正是
在这一意义上，马衡完成了从金石学家
到考古学家的转变，成为名副其实的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作者为北大校史馆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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